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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技术的深度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生产主导的新阶段，网络圈层分化成为数字时代典型的社会

现象。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偶然的个人”理论分析网络圈层分化通过认知、社交、认同三层面对

个体的锁定，发现圈层化成为数字时代个体新的“偶然生存条件”。在数字时代下摆脱圈层个体的生存

困境，需要个体主动破圈发挥主观能动性、平台规范算法承担治理责任、社会搭建桥梁构建跨圈层对话

机制，三方协同发力，消解算法霸权与圈层固化的束缚，让数字技术回归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在

数字时代的必然性中探寻个体自由发展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 

《德意志意识形态》，“偶然的个人”，网络圈层分化，信息分工，算法 
 

 

The Fragmentation of Online Communities 
and “The Contingent Individual” 
—The Individual’s Dilemma in the Digital Age as Seen through  
The German Ideology 

Weiwu Dong, Qiaojun Liang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May 11, 2026; accepted: June 3, 2026; published: June 15, 2026 

 
 

 
Abstract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propelled human society into a new phase domi-
nated by information production, with the fragmentation of online social circles emerging as a de-
fining social phenomenon of the digital age. By applying the theory of “the contingent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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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German Ideology to analyze how the fragmentation of online communities confines indi-
vidual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cognitio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identity—we find that this frag-
mentation has become a new “contingent condition of existence” for individuals in the digital age. 
To resolve the existential predicament of individuals trapped within these circles in the digital age, 
three parties must collaborate: individuals must proactively break out of their circles and exercise 
their agency; platforms must regulate algorithms and assume governance responsibilities; and so-
ciety must build bridges to establish mechanisms for cross-circle dialogue. Through this tripartite 
effort, we can dismantle the constraints of algorithmic hegemony and the solidification of social cir-
cles, allow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turn to its essential purpose of serving the comprehensive de-
velopment of humanity, and thereby chart a practical path for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
ual within the inevitabilities of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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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们正处在科技快速发展、数字化和信息化相互交融的时代，数字技术以其颠覆性的力量重构了人

类的交往方式与生存形态。毋庸置疑，数字技术造福了人类，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使世界各地的人

都能在短时间内进行交往。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在数字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便利与发展的同时，其背

后的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也悄然催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在现实中，我们必须警惕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隐

患：算法推荐的个性化导向不断收窄个体认知边界，固化的网络圈层加剧不同群体间的沟通壁垒，致使

个体在数字空间看似拥有多元选择自由，实则深陷全新的生存束缚。从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偶然的个人”理论出发，审视数字时代网络圈层分化下的个体困境，能为解决数字时代的个体

生存难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引导。 

2. “偶然的个人”的理论探源 

2.1. “偶然的个人”的基本内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偶然的个人”，它指处于偶

然的生存条件下、从事着非自由自主性劳动的现实的人，是抽象的无个性的个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

来，“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1]。因此，“偶然

的个人”并非永恒的人类状态，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集中出现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

独立性”这个第二大社会形态中。“在不同的时期，这种差别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等级在 18 世纪对

于个人来说就是某种偶然的东西，家庭或多或少地也是如此。”[1]马克思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贵族和平民的例子论证“等级”这个因素由确定性因素到偶然性因素的变化。但“偶然性”并非纯粹的

消极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的现实的历史实践活动本身内在性地蕴含着偶然性，偶然性是历史

实践活动内在呈现出来的现实的可能性”[2]，这意味着“偶然性”也有积极的维度，并非只是被动受缚

的状态，而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固有的“现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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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偶然性”的来源 

“偶然性”根源于分工的出现和发展。首先，分工导致活动与自主的分离。“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

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

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

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1]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分工使人“固

守于某种强加给他的活动”，个体被固定在特定的分工位置上，个人只能在分工所划定的狭窄、有限的

范围内活动，个人活动不是基于自身意志和兴趣，而是被分工强制分配，其发展可能性被预先限定。其

次，分工还导致个人力量异化为社会力量。个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物的关系这种异化形式，使物获得了

外在于人的独立性，成为控制个人之间关系的异己力量[3]。生产力的发展本应该使人更加自由、应成为

人自主活动的力量，但是在私有制和分工的条件下，“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

来说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1]，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

象的个人”。最后，分工导致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分裂，加剧了竞争。分工的发展催生私人利益与共同

利益的对立，与个人真实利益相脱离，无法真正代表个人的利益诉求。“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

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个自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的。”[1]在分工

和私有制的作用下，个人不是作为自主的人，而是作为阶级成员、分工角色存在，个人身份、地位、命运

由阶级地位与分工位置决定，而非个人意志，这让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充满了偶然性。 

2.3. “偶然的个人”的实质 

“偶然的个人”处在“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个体摆脱了自然必然

性，获得形式独立的阶段后，又陷入经济必然性的新束缚，人被物化而异化，成为无根浮萍式的“偶然

的个人”，所以这种独立只存在于形式上，在实际中还无法达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体相较于封建社

会而言，获得了形式上的自由和独立，此时的个人在法律上是自由人，不依附于领主、行会和等级，也

拥有形式上选择职业、迁徙等的选择权。但在实质上个人必须服从于社会分工安排，接受资本和物的支

配，否则无法生存，这并非出于人的自愿。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形式自由背后的束缚，指出“偶然

的个人”拥有的自由是虚假的，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1]，这一

阶段，个人的生存条件并不取决于自身的意志和个性，而由市场、竞争、阶级地位等决定。这些因素对

于个人而言都是偶然的、外在的、异己的，所以“偶然的个人”是形式独立而实质受束缚的。 

3. 物质分工与信息分工的类比 

《形态》中所阐释的“偶然的个人”，其现实基础是 19 世纪以物质生产分工为核心的社会条件，而

数字时代的圈层困境，则根植于 21 世纪以信息生产分工为核心特征的全新语境。将“偶然的个人”这一

理论运用于解读数字时代的网络圈层现象，并非简单地将信息分工与物质分工等同起来，而是充分利用

二者在结构逻辑上的共性，进行启发性的类比分析。 

3.1. 物质分工与信息分工的内在共性 

第一，均具有强制性限定作用。物质分工将个体固定在特定职业范围与生产位置，使其难以超越既

定活动边界。信息分工则通过算法与圈层结构，将个体限定在特定信息接收、社交互动与价值认同空间，

二者都构成对个体发展的外部约束。第二，塑造偶然的生存条件。物质分工下，个人命运受阶级、市场、

职业等外在偶然因素支配。信息分工下，个体认知与身份被算法、平台、圈层所塑造，同样呈现出“不由

自身意志主导”的偶然性特征。第三，均产生异己化支配力量。物质分工使生产力转化为独立于人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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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信息分工则使算法与数据成为支配个体认知与行为的数字力量，二者均体现“物象统治”的历

史延续性。 

3.2. 物质分工与信息分工的本质差异 

首先，分工领域不同。物质分工以物质资料生产为中心，关乎体力劳动与职业角色分配。信息分工

以数字内容生产与传播为中心，关乎注意力分配与认知结构塑造。其次，束缚方式不同。物质分工表现

为显性制度强制，具有直接约束性。信息分工表现为隐性算法规训，以个性化服务的温和形式实现约束，

更具隐蔽性。最后，自主假象不同。物质分工下个体自由极为有限。信息分工赋予个体形式选择权，容

易造成“自主选择”的虚假感知，使个体在不自觉中被圈层锁定。 
物质分工是 19 世纪“偶然的个人”的现实基础，信息分工则是数字时代圈层个体的存在条件。以“偶

然的个人”理论阐释网络圈层分化，是历史逻辑的类比延伸，而非历史形态的简单对等。借助分工理论

的分析框架，目的在于揭示当代个体被外部条件限定、自主发展受限的结构性困境，为理解数字时代的

生存状态提供借鉴。 

4. 网络圈层分化作为“信息分工”的新形态 

4.1. 从物质分工到信息分工 

《形态》中阐释的分工以物质生产力为核心，是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揭

示了这种分工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塑造个体生存状态的根本力量，它决定了个体在社会中能够接触什

么、不能接触什么，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不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将这种分工逻辑从物质生产领域迁移

至当今我们的信息生产领域也同样适用。在工业社会，个体的自我认知和社会归属高度依赖职业角色，

职业称谓如教师、工程师、企业管理者等取代姓名、籍贯等传统标识，成为他人认知个体、个体定义自

我的第一参照，个体通过职业获得身份认同和社会位置。数字时代的个体通过圈层归属获得信息输入、

社交关系和价值确认。在传统物质生产领域的分工领域，个体生而被抛入特定的分工位置，成为织工、

铁匠、农民等。在信息生产领域，根据 Digital 2025: Global Overview Report 中的数据，截至 2025 年初，

全球网络用户数量为 55.6 亿，占全球总人口的 67.9% [4]，“整个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场信息化、网络化

和数字化的快速变迁和大转型”[5]，个体被固定在特定的信息圈层，如成为数码圈、音乐圈、育儿圈等

圈层里的一员，这是分工逻辑在数字时代的延伸和表现。总的来看，无论是在工业社会还是数字时代，

无论是在物质生产分工领域还是信息生产分工领域，两者都有构成个体无法自主选择、却又深刻塑造其

生存状态的“偶然条件”。 

4.2. 网络圈层锁定个体的过程 

网络圈层，是数字社会中，网络用户基于共同兴趣、价值认同、身份归属或利益联结，在算法推荐

与平台机制作用下，于网络空间自发聚合形成的、具有相对封闭性、层级化结构与专属话语体系的动态

虚拟社群形态。在数字时代，网络已经成为当前信息传播的主要阵地，网络圈层对个体的锁定体现在以

下三个层面。一是认知边界的固化，个性化的推荐算法通过个体在网络中所留下的痕迹如停留时长、点赞、

评论、转发、收藏、完读率等明显可量化的参与指标，精准识别容易引发个体进行互动的内容类型，从

而不断地为个体推荐类似如此“值得推荐”的内容，在这一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替代式思考’”、

短视频平台的‘精准式投喂’正在弱化人的独立思考能力[6]，个体不再主动寻求多元的信息，而是被动

接受算法推送的同质化内容，其认知范围被算法预先设定的信息圈层所限定，形成了难以突破的“信息

茧房”。二是社交边界的封闭，在网络中，相似教育背景、价值观念的用户会自发聚集在一起，形成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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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的交流圈子[7]，网上评论区的互动、创作模板的复制扩散、专属话语体系的形成，容易使人们在讨

论问题、发表意见的过程中确认自己的立场，划定了自己的社交边界，在社交边界内形成具有同质化倾

向的圈层，同质信息在群体内部得以高度循环，而异质信息难以突破圈层壁垒。社交边界的封闭性进一

步加剧了圈层的固化。三是认同边界的强化，在网络圈层内，个体通过“我是某个圈的人”来定义自身

身份，获得数字空间中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感。但这种认同为个体提供归属需求的同时也会将其锁定

在特定的范围内，让个体的自我定义陷入单一化，例如考研或考公圈的人，通常会为自己贴上“我是考

研人”“我是考公人”的身份标签，有利的一方面是个体能在这种备考身份的支撑下在高压中找到同伴、

共同前行，不利的一方面是只关注考研或考公的信息，较排斥其他出路，陷入不考就没前途的困境，人

生受限于单一赛道。 

4.3. 圈层化作为数字时代的“偶然的生存条件” 

圈层化的过程也是数字时代对个体进行“数字限定”的过程，在算法构建的数字领地内，用户不自

觉地经受着自动化的算法治理。算法治理不是简单的技术管理，而是通过各种概率预测，对个体行为和

认知等方面进行的全方位规训，剥夺了主体的反身性空间，也就是剥夺了主体挑战现实的能力，让个体

在数字空间中陷入被动接受的状态。数字时代的零工经济群体，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就是被“数字

限定”的代表，表面看起来摆脱了传统的企业管理制度，不受老板的直接监管，想不想工作、几点工作

完全取决于自己，好像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但实际上，为了生存，除了遵循平台算法给出的订单、路

线与价格，他们别无选择。平台算法通过数据计算，不断压缩其工作时间、降低其劳动报酬，个体的劳

动行为完全被算法所支配，看似的自主选择权，实则是被算法规训后的被动服从。这种虚假的自主权，

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阐释的“偶然的生存条件”在数字时代的最新形态。 

5. 从“偶然的个人”到“固化的圈层个体”的困境 

5.1. 认知范围的持续窄化 

全面、健康的认知形成过程，需要不断与外部进行能量交换，主动吸收异质信息、接纳多元观点，

在不同信息的碰撞与融合中，形成全面、客观的认知体系。而在算法操控下的空间个体却处于一个相对

封闭的系统，系统中充斥着同质的信息，排斥着异质的信息。从长期来看，个体持续接触同质化信息可

能导致自身思维模式逐渐固化，难以突破既有的认知框架，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就会表现为缺乏多角度

思考问题的能力，对自身认知的完善和全面发展形成一定的阻碍。“对圈外文化‘免疫’、对圈内文化

‘免检’，这种以网络圈层文化为自身信息取舍标准的选择倾向，将导致网络圈层内容纵深垂直化与网

络圈层文化持续小众化的文化生产模式。”[8] 

5.2. 社会对话受阻 

在传统社会共同体中，群体凝聚力的形成大多来自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符号、价值理念等情感共

鸣，具有稳定性和包容性，能够让不同的个体在共同体中实现和谐共处与有效对话。但在算法纵横的圈

层中，这种情感共鸣地位较低，渐渐被一种对抗性刺激所取代，即圈层内群体的凝聚力往往不是来自共

同的热爱，而是来自对某种对立对象的共同反对，如宠物圈凝聚力的突然增强，可能不是来自对宠物的

共同热爱，而是对社会上某件虐待动物行为的共同反对。这种基于对抗性刺激形成的凝聚力，具有极强

的排他性与不稳定性，本质是通过树立外部敌人来强化内部的身份认同。这是一种“只要有共同的敌人

我们就是好朋友”的联结方式。在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中，群体成员的观点不断被重复和强化，又缺乏

异质观点的情境下还极易触发群体极化效应，具体表现为群体内观点趋向极端，不同群体间对话难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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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这种现象在热点事件讨论中尤为明显，不同圈层的个体往往持有对立立场，且难以进行理性沟通。

从整个社会来看，信息茧房可能会加剧观点撕裂和社会分层。由于不同的人群看到的信息不同，并在算

法推送下反复强化自身认同的观点，无法接触到差异化的内容和更全面的视角，久而久之，在不同人群

之间构建起一道信息墙，导致观点变得单一、狭隘，同时极端化的声音可能会越来越大，最终让整个社

会的理性对话空间不断萎缩。 

5.3. 偶然性从生存条件渗入认知结构 

马克思与黑格尔最根本的分歧在他们对“条件”的理解上。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条件”是绝对

精神发展的环节，具有抽象性与必然性。在马克思这里，“条件”是二重性的，作为偶然性的“条件”可

能为“物象”所利用，也可能不为“物象”所利用，存在“物象中的条件”与“物象外的条件”的区分。

而算法圈层正是“物象中的条件”的当代形态，它将个体的认知锁定在特定的圈层范围内，根据算法推

荐的精准性，向个体传递“这就是你想看的”虚假的信号，让个体将算法推送的同质化信息视为必然的、

合理的信息，使人的认知范围窄化而不自知。而要打破这种固化，恰恰需要那些未被算法吸纳的“物象

外的条件”来支撑，例如跨圈层的异质信息。 

6. 在必然性中寻找自由的可能路径 

当私有制和分工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时候，分工才会消灭。但消灭分工不是取消一切形式的分

工，而是消灭那种将个体终身固定在特定活动范围、剥夺个体自主选择权利的旧式分工。分工是社会发

展的必然产物，合理的分工能够提升社会生产效率，推动社会发展，而“旧式分工”的核心问题在于其

对个体发展的强制性与束缚性。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过程中，新型的产消合一者出现了，资本对劳动

客体的独占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劳动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这都为消灭旧式分工提

供了一定的条件[9]。对于数字时代，我们并非要取消圈层本身，因为它是基于共同兴趣的社群形态，能

够满足个体的情感归属与交流需求，其本身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我们需要打破圈层对个体认知的终身锁

定，消解信息分工对个体的强制性束缚，让圈层成为个体发展的助力，而非个体自由的阻碍。破解数字

时代下“固化的圈层个体”的困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个体、平台、社会三方协同发力，在数

字时代的必然性中寻找个体自由的实现路径。 

6.1. 个体要主动破圈 

“算法霸权是指利用占有算法的优势地位支配和控制资源，导致算法权力的滥用和异化，使算法成

为社会运行机制中的主导力量”[10]，在这种霸权下，算法不再是中立的工具，而成为支配个体认知和行

为的异己力量，限制个体只能在算法框定的范围内行动，超出即寸步难行。其反映了《形态》所说的“物

象”统治的当代版本，算法成为“盲目的社会力量”，支配着个体的认知和行为。个体面对这种算法霸

权，应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依托经实践验证的数字媒介素养方法与工具，主动破圈。首先在算法的

设计阶段，个体要多尝试参与算法的设计和监督，通过合理、正当的渠道表达自身诉求，确保对算法设

计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充分考虑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下不同背景的人员情况，从源头上确保算法设

计足够公正和合理。其次，要理性看待，提高对算法霸权的感知度，可以采用数据游击战术等方法进行

有意识的认知突围，利用跨平台跳转、行为迷雾制造、主动搜索异质信息等方式如定期清空平台浏览记

录、关闭个性化推荐、主动搜索跨领域关键词，打乱算法中的用户画像，避免被精准投喂和对算法的过

度信任和崇拜，用批判的眼光理性看待。最后，应回归自身建设，培养主动寻求多元信息的意识，主动

突破算法推荐的局限，例如使用多源信息对比工具，定期查阅不同来源的信息、关注观点各异的优质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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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参与跨领域交流活动、走出网络圈层参与现实的社会实践等，通过线下公益活动、跨界沙龙等活动

接触不同背景的群体，打破社交边界的封闭性。还可以使用时间管理与信息筛选工具，控制单一平台使

用时长，过滤低质同质化内容，把时间投向多元信息获取。从被动接受到主动破圈，是个体在必然性中

寻找自由的第一重路径。 

6.2. 平台要规范算法 

平台作为管理、治理算法的负责主体，在破解圈层固化、消解算法霸权的过程中，更要积极作为，

主动承担起技术治理的社会责任，将规范算法落地为可量化、可考核、可监管的技术指标，让算法回归

中性工具的本质，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支配人的发展。在推荐机制方面，平台要推动算法的多元

化，在个性化推荐基础上引入多样性维度，结合用户兴趣点与内容特征，在推荐系统中加入多样和新鲜

的信息，确保用户接触到不同立场的高质量内容。在为考研用户推荐备考内容的同时，推送职业规划、

技能提升等方面的内容，让用户的信息视野不断拓展，打破信息茧房的束缚。同时，还要增强算法的透

明度，保障用户的算法知情权和控制权。让用户能够了解算法推荐的内容和机制，增强用户对算法的理

解和控制能力，让用户能够自主调整个性化推荐的强度，甚至关闭部分个性化推荐功能，真正实现对算

法的有效控制。另外，要建立算法的内容审核机制，遏制极端化、同质化信息的传播，引导网络圈层的

理性交流，打破圈层之间的对抗性黏结，为不同圈层的交流与对话提供技术支撑。最后，将信息多样性

指数列入平台考核指标。信息多样性指数是衡量平台推荐内容多元性、异质性、公共性的量化指标，涵

盖内容领域覆盖度、观点立场均衡度、公共信息占比三个维度。通过对用户接收内容中跨领域内容的占

比、同一公共议题下对立立场优质内容推送的占比和政务咨询、科普知识等公共性内容的推送占比等信

息多样性指数与平台的资质审核、流量分配、广告收益挂钩，如有指数不达标者则限制流量推荐、限期

整改，倒逼平台优化算法。 

6.3. 社会要搭建跨圈层对话的桥梁 

历史实践本身蕴含着偶然性，所以圈层固化是有打破的可能的。社会在破解圈层固化、促进社会理

性对话方面大有可为。一是社会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引领作用。主流媒体具有权威性、客观性与包容

性的特征，能够突破网络圈层的壁垒，成为不同圈层个体获取公共信息、进行理性对话的重要载体，引

导个体突破圈层的认知局限，形成全面、客观的社会认知。针对社会热点，可以推出多角度解读专栏，

呈现不同圈层的合理诉求，避免单一视角叙事，搭建公共认知桥梁。还可以开设“圈层观察”栏目，客观

解读青年圈层文化，消除圈外刻板印象，促进相互理解。二是要培育多元的网络公共空间，鼓励不同圈

层、不同观点的个体进行理性交流。社会要通过制度设计，规范网络空间的交流秩序，遏制网络暴力、

情绪化攻击等不良行为，让不同圈层的个体能够在网络公共空间中平等对话、理性交流，在观点的碰撞

中实现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三是在数字公民教育方面，可以在中小学开设数字媒介素养必修课，覆盖

算法识别、信息甄别、跨圈层沟通。高校开设有关数字时代个体发展的通识课，引导青少年理性看待圈

层。同时还可以制作数字素养手册、短视频教程、互动测试小程序，降低学习门槛，方便公众自测提升。

网络圈层的固化，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个体线上社交与线下社交的脱节，因此，社会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

交流平台，组织多样化的线下活动是非常有必要的，让不同圈层的个体可以在现实的交往中打破刻板印

象，实现情感的共鸣与观点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圈层之间的对立，构建包容、和谐的社会关系。 

7. 结语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偶然的个人”到数字时代的“固化的圈层个体”，这是经典理论在当今时

代的现实反映。网络圈层分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的再现，即当物质生产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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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松动，信息生产的束缚却悄然收紧，算法推荐与网络圈层分化所形成的“信息分工”，成为塑造个

体生存状态的新力量，让个体陷入了新的“偶然性”束缚。在算法主导的数字时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需要我们既保持对技术理性的清醒批判，深刻认识到算法霸权与网络圈层固化对个体发展的束缚，

避免陷入技术至上的误区，又保持对个体能动性的坚定信心，充分发挥个体、平台、社会三方的作用，

打破圈层的束缚，消解算法的霸权，让数字技术回归服务人的发展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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